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全国人民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要求解放在“反击右倾反案风”中再次被错误打倒的邓小平同志，二是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在这两个问题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要求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面对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的强烈呼声，当时党中央的负责人华国锋却不容许人们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提出：“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1977年1月春寒料帩，正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周年之际，中华大地上再次出现了悼念周总理的花圈、诗词和标语，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但当时中央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只许发表几篇低调的纪念文章，不准提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周总理的评价不能超过毛泽东审阅过的悼词，从而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在这种背景下，1977年2月7日，当时最具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观点表明了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坚持的基本态度：一切都按照“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继续下去，不容许有任何改变。
与此相反，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坚决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恢复我党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两个凡是”错误观点刚刚提出不久，当时还没有获得解放的邓小平同志就开始了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从而揭开了党内正确思想路线和错误思想路线斗争的序幕。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就明确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5月24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更明确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7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再一次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说：“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明确提出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与此同时，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呼吁恢复和发扬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传统。聂荣臻在1977年《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题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文章，强调实事求是是毛主席留给我党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9月19日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提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永远对党忠诚老实”。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明确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但在当时，“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僵化观点正盛行一时，批判“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突破口还没有找到，批判“两个凡是”的声音还极其微弱。

1978年初，一场思想战线上针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总攻击即将开始。总攻击的第一线组织者和指导者是胡耀邦。胡耀邦于1977年10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实际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他一到中央党校就创办了党校的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准备在思想战线上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在胡耀邦的组织下，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和吴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已初步写成时，传来了《光明日报》的消息。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报刊大样时看到一篇署名胡福明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是报社理论部王强华去南京开会时约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写的。胡福明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于1977年10月寄到报社后，经《光明日报》的马沛文、王强华五次修改，增加了反对教条主义、冲破禁区的内容。题目也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经作者胡福明看过同意后正准备发表。
杨西光看到这篇文章十分兴奋，联想起在中央党校的学习、讨论和思想交锋，他觉得文章的题目说到了批判“两个凡是”观点的关键点上，但是内容偏重于历史和理论论述，思想性和针对性不够强，特别是缺少批判“两个凡是”的内容。于是决定先把文章撤下来，一是因为文章需要做较大的修改，以进一步触及当时拨乱反正的重大现实问题，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来进行阐述。二是这样重要的文章应该放在头版以扩大影响。当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吴江正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而胡福明正好又在京开会时，就在4月13日把孙长江和胡福明请来报社，马沛文和王强华一起参加，共同研究对文章的进一步修改。大家详细讨论了文章的内容后提出了主要的修改意见：加强针对性，批评“两个凡是”观点，提倡冲破禁区、解放思想，要从各方面充分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革命导师都曾经用实践修正自己的观点，要批判愚昧思想，批判“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僵化思想，等等。会后胡福明于14~15日对文章修改一次后，因事离京。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接着进行了较大的修改。4月24日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对文章又进行一次讨论修改，将修改稿再送党校讨论。

在此期间，杨西光曾亲自到党校与吴江、孙长江讨论对此文的修改方案。经过各方面考虑，最后决定把孙长江写成的初稿与胡福明的文章以及讨论的修改意见合并在一篇文章中，即把党校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放到胡福明的文章中去，由孙长江执笔完成。孙长江完稿后，再经吴江修改于4月27日定稿，送胡耀邦审阅定稿。至此，从胡福明起草初稿，中间经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多次参加讨论修改，到孙长江最后执笔完成，文章已进行了十次较大的改动，题目也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标题中的“唯一”强调的是，除了实践这个真理标准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真理标准，以增强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力。文章经过胡耀邦审阅定稿后，决定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再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这篇七千多字的文章。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也将此文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稿，各省市自治区报纸也开始陆续转载了此文（为方便起见，以下简称为《实》文）。
由于《实》文击中了“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要害，直接触犯了“两个凡是”的提出者和支持者，因此发表《实》文的单位和人员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人民日报》在转载《实》文的当天就接到《人民日报》前负责人的电话责问：“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是要在政治上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5月13日，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接到《红旗》杂志负责人电话，说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错误的，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当时中共中央分管思想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也开始追查此事，5月17日他在一个小会上点名批评《实》文，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表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求中宣部把好关。6月15日他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对《实》文再次进行指责，并且点了胡耀邦的名，要胡耀邦在报纸上写文章时要注意。受“左”倾教条主义僵化思想的影响，当时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长时间保持沉默。
但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30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只要你的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实事求是”，再次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僵化观点：“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与此同时，党内大批老干部老同志也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强烈要求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

当中央高层围绕《实》文的发表及其讨论开展斗争的时候，我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并没有坐等观望，而是顶住了“两个凡是”派的种种压力，继续召开讨论会、写文章，将已经开始的争论进一步引向深入。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历史事实再次论证了理论和实践的正确关系，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先锋和引导作用下，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内正确力量的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华大地上终于冲破了“两个凡是”教条主义僵化思想的束缚，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资料来源：根据《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中《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前后后》编写。）……

点评：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僵化思想继续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继续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阻碍着我国的发展，导致我国仍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这种徘徊停滞的局面越来越引起党内外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终于使批判“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条不同思想路线的斗争中，“两个凡是” 的观点越来越不得人心，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正确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人响应。所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